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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建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
家庭支持政策

王 震 *

内 容 提 要  随着我国老龄化逐步加深，失能群体规模扩大，对长期照护需求快速增长。

但长期照护服务供给仍面临困境：一方面，政府通过财政补贴、用地及税收

优惠、放开准入等引导大量公共和私人资源进入照护供给领域，尤其是机构

照护服务；另一方面，机构照护服务的床位使用率长期处于较低水平，大量

失能老人主要依靠家庭内部照护。公共政策与实际需求错配，公共资源得不

到有效利用，家庭照护由于缺少公共支持而陷入“一人失能、全家失衡”的

状态。从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以及缓解家庭“就业 - 照护”冲突的角度，

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政策应从支持外部机构照护为主转向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

家庭支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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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长期照护（Long-term care, LTC）是针对失能人员提供的基本生活照料以

及与之相关的医疗护理服务。随着我国老龄化加深以及疾病谱的变化，老年失

能群体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失能人群的主要组成部分，对长期照护服务的需

求快速增加。第四次全国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老年群

体的失能率达到 18.3%，失能老年人高达 4063 万（全国老龄工作委员会办公

室，2018）。根据预测，失能老年人群在未来仍将持续扩大（王金营、李天然，

2020；廖少红、王广州，2021；张良文、方亚，2021）。失能人口的长期照护

已成为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的重要内容。在这方面学术界以及政策制定者

  *  王 震：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大 学 经 济 学 院 中 国 社 会 科 学 院 经 济 研 究 所 北 京 市 西 城 区 月 坛 北 小 街 2

号 100836 电子邮箱：wang-zhen@cass.org.cn。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研究”（17BJY216）。

第 6 卷第 5 期
2021 年 9 月号，092-111 页

王 震

SBZJE.indd   92 2021/12/21   13:58:35



093

王 震

已基本形成共识，有必要在长期照护的公共筹资以及服务供给上采取公共干

预，以缓解老龄化社会的“照护缺失”（杨团，2016；李珍，2018；杜鹏、纪

竞垚，2019；朱玲等，2020）。

在长期照护的公共筹资方面，我国自 2016 年开始在全国 15 个城市试点

长期护理保险制度，2020 年试点扩大到 30 个城市。但在服务供给方面，长期

照护并不是一个独立的服务领域，也未形成独立的政策支持体系，而是包含在

一般养老服务中。一般养老服务的政策对象以自理老人居多，其政策特征也以

自理老人的特征作为依据。

这种以自理老人为主的养老服务政策具体到服务供给模式上，其着力点

是大力促进和发展社会化、市场化服务供给为主，特别是机构化照护服务为

主。虽然我国也确立了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的养老服务发展

原则，但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主要还是通过财政补贴、用地和税收优惠、扩大

准入等吸引大量公共和社会资源进入机构照护服务供给中。

这种以家庭外部机构化、市场化照护服务供给为主的政策指向并不适应

长期照护服务的供给。自理老人的养老需求以生活环境改善及日常生活照料为

主，所需要的护理密度较低，机构照护的成本及服务内容极易满足这种需求。

相比于自理老人，失能老人所需要的护理密度高，且要求相应的情感支持。机

构照护对失能老人而言，不仅意味着较高的支出负担，而且难以满足情感支持

需要，照护质量较低。

从现实情况看，不论是宏观统计数据还是微观调查数据，机构照护（包

括提供住宿服务的社区照护）的床位使用率长期维持在较低水平，平均只有

50% 左右，大量照护资源处于浪费状态。失能老人的照护仍然以家庭照护，主

要是配偶、子女等家庭成员为主。

这就产生了公共政策与实际需求结构之间的错配：大量公共资源用于支

持社会化、市场化照护服务供给，特别是机构照护服务，但是，需要得到支持

的家庭照护却没有得到公共支持，“照护短缺”依然存在，家庭面临的“照护

困境”也没有得到缓解。不仅如此，在公共政策引导下，大量实际上不需要机

构照护的人员也倾向于入住机构以获得相应的公共补贴，从而进一步加深了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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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的无效使用。

从提升失能群体照护福利、缓解家庭照护负担以及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

率的角度，目前以支持家庭外部社会化照护服务特别是机构照护为主的公共政

策需要调整，并逐步构建对家庭照护的支持政策。本文基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经

济研究所课题组（以下简称课题组）的调查案例 A 以及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机构

的调查数据，对当前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供需失衡和公共政策错配进行分

析，并提出构建长期照护家庭支持政策的相关建议。

二、长期照护供给模式及国际趋势

（一）照护供给模式及其对公共目标的影响

从照护服务供给主体看，一是家庭内部成员的照护，被照护人与照护人

之间不存在现金交易；二是家庭外部社会化、市场化的照护服务供给，通过市

场交易来获得。前者也被称为“非正式照护”，后者也被称为“正式照护”（Li 

and Song, 2019）。家庭外部的照护服务还有不同的递送方式：一是提供住宿的

机构照护，失能人员集中居住，由护理人员统一提供服务；二是不提供住宿，

失能人员居家或住在本社区内，由护理人员上门或在社区提供服务，可以理解

为机构照护服务延伸到居家及社区。从上面两个维度，可以将照护服务的供给

模式分为三类：一是家庭内部成员提供的照护；二是购买上门服务，护理人员

提供上门或在社区的照护服务；三是失能人员在机构集中居住，护理人员在机

构内提供照护。

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对长期照护供给的公共干预主要有三个公共目标：一

是解决家庭成员就业与家庭照护服务负担之间的冲突；二是提高失能人员的照

护福利；B 三是照护成本的可负担性。不同供给模式对这三个目标的影响不同。

首先看就业与家庭照护的冲突。传统上，失能群体的照护主要是家庭中

A  2016 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在全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养老照护机构进行了抽样

调查。抽样及数据详细介绍参见朱凤梅（2019）。

B  此处照护福利定义为被照护人从照护服务中获得的满足程度，或者被照护人照护需求的满足程度。照护福

利包括两个维度：一是物质化服务的满足程度；二是精神需求的满足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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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女性来承担的，但随着现代社会女性外出就业的增加，家庭照护的机会成本

不断提高，家庭照护成为影响女性就业和发展的主要障碍之一（吴帆，2017）。

从这个角度，社会化照护服务，特别是机构化的照护服务将失能人员的照护转

移到专业机构中，极大减少了家庭照护责任，这显然有利于女性的就业和发展

（Razavi，2007；Naldini，et al.，2016；Folbre，2018）。从缓解就业与家庭照

护负担的角度，机构化的照护服务供给最优。

其次是被照护人的照护福利。照护服务不同于其他社会服务，具有“两

面性”：既是物质化的服务过程，同时也具有“情感性”。照护人与被照护

人之间长期形成的“情感联系”不仅是照护服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而且直

接影响照护服务的质量（Cremer, et al.，2012）。相比较而言，机构照护的标

准化以及大量辅助器械、药品的使用，对失能人员的福利实际上是有损害的

（Zinn, 1993；Cawley, et al.，2004）。从失能人员照护福利的角度，家庭照护

要优于家庭外部购买的社会化照护服务。这一点在欧洲长期照护公共政策实践

中已成为共识（Lapre, et al.，2019）。

第三，照护服务供给成本的可负担性。长期照护服务具有典型的“鲍莫

尔成本病”特征，难以实现技术替代，供给成本上涨速度高于社会平均工资上

涨速度（Baumol, 1993）。从 OECD 国家来看，长期照护的成本上涨远快于医

疗费用的上涨。以加拿大、丹麦、德国和法国为例，如果将 1998 年的价格设

定为 1，那么到 2017 年，这四个国家的人均医疗费用分别增长了 2.34 倍、2.67

倍、2.34 倍、2.22 倍，而长期照护的人均费用分别增长了 3.04 倍、4.02 倍、

3.09 倍、3.93 倍（见图 1）。在长期照护费用增长中，机构化的照护服务成本

远高于家庭内部照护，是照护成本增长的主要来源。Chappel 等（2004）对荷

兰的研究表明，对于相同个人特征的失能人员，机构照护年均支出要比社区和

居家照护高出 1 万多欧元。这给普遍建立了长期照护公共保障体系的国家带来

了沉重的财政负担（Kok, et al., 2014）。从这个角度看，支持和鼓励居家照护

服务所带来的财政压力也远小于机构照护（Hollander and Chappell, 2007）。

不同供给模式对相关公共目标的影响也不同（见表 1）：机构照护更有利

于“照护 - 就业”的平衡，但不利于失能人员的照护福利，且成本高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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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内部照护不利于照护提供者就业，但有利于失能人员的照护福利，且有效降

低支出负担；延伸至居家和社区的照护服务则居于二者之间。从公共政策的选

择角度，需要在这三个模式之间做出权衡。

图 1 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医疗支出与长期照护支出膨胀指数

注：该支出包括公共支出、私人支出及其他支出，以购买力平价计算当期值，假设 1998 年人均支出为 1，

其他年份数值为当期支出与 1998 年支出的比值。

资料来源：OECD 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表 1 机构照护、社区及居家照护、家庭内部照护的政策效应

照护 -就业平衡 失能人员照护福利 支出负担

机构照护 ++ o o

社区及居家照护 + + +

家庭内部照护 o ++ ++

注：“+”表示正面效应；“o”表示负面效应。

（二）长期照护供给公共政策演变的国际趋势

从欧美发达国家长期照护供给模式的公共政策演变来看，第二次世界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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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至今经历了从“去家庭化”“机构化”到“再家庭化”“去机构化”的演变

过程。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一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长期照护服务在欧美发达

国家作为一项独立的社会服务出现，并快速发展。从这个时期的公共政策导向

看，支持和鼓励机构化的照护服务发展是重点。这背后很重要的原因是通过公

共政策减轻家庭照护服务，促进女性就业。在公共政策的支持下，欧美国家的

机构化照护服务发展迅速。以美国为例，1954—1969 年入住护理院的人数上升

到接近 80 万人，占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从 2.10% 上升到 3.90%（见表 2）。

表 2 20 世纪 50 至 60 年代美国护理院（Nursing Home）发展状况

1954 年 1963 年 1969 年

护理院数量（个） 9000 13100 15300

护理院床位数（个） 260000 507500 879000

入住护理院人数（个） 260000 470000 793000

入住护理院人数占 65 岁及以上人口的比重（%） 2.10 2.80 3.90

护理院总支出（亿美元） 1.87 10.55 35.67

入住护理院人均支出（美元） 700 1800 5300

资料来源：Hoyt（2021）。

但是，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欧美主要国家的长期照护公共政策发生

了转向，开始强调社区和居家照护，强调对家庭照护的公共政策支持（杨团，

2016；王震、朱凤梅，2017）。欧美主要发达国家机构照护的人均床位数以及

正式注册的护工数量也呈现下降的趋势（见图 2、图 3）。正式护工数量减少

的同时，家庭照护的供给增加。德国在机构工作的正式照护人员只有 21 万人，

但提供家庭照料的人员就有 420 万，是前者的 20 多倍；法国提供家庭照护的

有 400 多万人，但家庭外部的正式照护人员只有 65 万人；希腊的家庭照护占

到总照护供给的 85% 以上；西班牙超过 70% 是家庭照护；意大利超过 2/3 的

照护需求是家庭内部提供的；瑞典 75 岁及以上老年人中超过 70% 是家庭内部

照护（Triantafi llou, et al.,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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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部分 OECD 国家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每千人长期照护床位数变动情况

注：提供住宿服务的长期照护机构拥有的床位数。

资料来源：OECD 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图 3 部分 OECD 国家每百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拥有的正式护工数量

注：正式护工指家庭外部提供护理服务的护工，包括在机构中工作的护工以及延伸至提供居家服务的护工。

资料来源：OECD 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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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其中的原因首先是在需求侧，主要是对老年人照护福利的重新认识，

特别是对家庭照护“情感支持”的重视，逐步形成“在地老化”的照护理念。

其次，在供给侧，新的药品、治疗技术以及家用照护辅助器具的出现降低了家

庭照护的技术难度，提高了家庭照护的效率。最后，最直接和最现实的原因则

是长期照护的公共支出压力。欧美国家普遍建立了对失能人员长期照护的公共

保障制度（OECD, 2005）。荷兰、德国、日本和韩国是四个建立长期照护保险

的国家，这四个国家长期照护公共支出占 GDP 的比重，荷兰超过了 3%，是长

期照护公共支出占比最高的国家；德国和日本分别达到了 1.6% 和 1.8%；韩国

作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比较晚，但其公共支出也占到

GDP 的 0.9%（见图 4）。

图 4 长期照护保险国家长期照护公共支出占 GDP 比重

注：医疗性长期照护支出（不含社会性长期照护支出）包括政府支出以及强制性社会支出。

资料来源：OECD 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

（三）长期照护家庭支持政策的主要内容

长期照护家庭支持政策尤以德国为典型的社会保险体制国家所采纳。一

是对家庭成员提供的照护服务给予现金补贴。德国早在 21 世纪初即将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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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提供的照护服务纳入长护保险的支付范围，通过现金补贴鼓励和支持家

庭成员的照护服务供给。在德国长护险的全部支出中，居家照护占到了 68%；

在居家照护中支付给家庭成员照护的现金补贴又占到了 72%（Gibson and 

Redfoot, 2007）。对家庭内部提供的照护进行现金补贴是各国长期照护家庭支

持政策的主要措施。当然，由于家庭内部照护供给中照护提供者和被照护者

之间的亲属关系，极易产生道德风险。因此，现金补贴对长护保险的治理环

境和治理能力要求相对较高。

二是对家庭内部照护服务供给者的就业权益的保障。承担家庭照护打

破了就业的连续性，对职业发展空间和就业权益带来负面影响。因此，要

支持家庭内部照护，需要从公共政策上保障照护服务供给者的就业权益。

比如德国对家庭照护提供者的养老金权益进行保护，在家庭中提供照护服

务的女性的养老金缴费年限连续计算（王震，2009）。

三是对家庭照护人员提供的专业培训以及喘息服务。对失能人员的长期照

护服务专业化程度高，特别是涉及医疗护理相关的照护服务。因此，长期照护

家庭支持政策特别重视对家庭内部照护提供者的专业化培训，并建立相应的培

训体系。同时，由于失能人员的特征，长期照护服务的连续性较强，对护理人

员的身体及心理带来较大压力（Shaw, et al., 2009; Lopez-Hartmann, et al., 2012）。

对此，一些国家建立了对家庭内部照护的喘息服务，比如美国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即通过公共护理机构、社会服务部门以及志愿者组织等为家庭失能人员的

照护提供喘息服务，以便让长期承担家庭失能人员照护的人员得以休假。

三、中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状况及供需失衡分析

（一）养老服务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政策及供给模式

长期以来，我国长期照护服务并不是一项独立的服务，也不是一个独

立的政策术语。直至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建立长期照护保障制度，长

期照护及其保障制度才出现在相关政策文件中。A 但具体到长期照护服务

A  2016 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政治局第 32 次集体学习时指出：“要建立老年人状况统计调查和发布制度、相关保

险和福利及救助相衔接的长期照护保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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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给政策，仍然被包含在养老服务框架内，其中关于服务供给模式的表

述，“居家为基础、社区为依托、机构为补充”，既包括针对失能老人的长

期照护服务，也包括针对自理老人的一般养老服务。这种混在一起的服务

供给政策不利于资源的有效利用，是导致养老服务以及长护服务供需失衡

的重要原因。

而我国面向全社会开放的养老服务体系的发展也不过 20 多年的时间。

在 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属于“补缺式”救助体系，仅

面向鳏寡孤独等没有赡养人以及生活困难的老人，不向社会一般居民开放

（于建明，2020；杨翠迎，2020）。1997 年民政部颁布的《农村敬老院管理

暂行办法》提出“有条件的敬老院可以向社会开放，吸收社会老人自费代

养”。2000 年，民政部等十一部委联合颁布《关于加快实现社会福利社会

化的意见》（国办发〔2000〕19 号），才明确提出促进“面向全社会、多元

化举办”的社会化养老服务发展。

过去 20 多年间，特别是“十四五”期间，我国采取多种措施鼓励和促进

养老服务业的发展。这些措施包括：一是建设补贴，一些城市对养老机构新建

一张床位一次性补贴 1 万 ~ 2 万元，俗称“补砖头”；二是运营补贴，招收一

位入住老人每月补贴 500 元 ~ 1000 元，俗称“补人头”；此外，还有用地和税

收优惠，非营利性养老机构用地以划拨形式取得，无须缴纳土地出让金等。在

这些政策的推动下，我国养老和照护服务的供给能力快速发展，床位数快速增

长，服务床位数（机构和有床位的社区养老服务）从 2009 年的 293.5 万张上

升到 2019 年的 775 万张，每千名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床位数要从 26 张增长到

44 张。这个数字即使与相同老龄化程度下部分 OECD 国家长期照护床位数相

比较也不算低（见图 5）。

（二）供需失衡与实际照护供给

宏观数据显示，养老照护机构的入住率只有 49.57%（2019 年），机构养

老服务的床位供给并未得到有效使用，大量床位处于空置状态。“十三五”期

间，虽然床位数每年都在增长，但入住人数每年都在降低，导致入住率呈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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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下降的趋势；提供住宿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的床位使用率虽然有上升趋势，

但到 2019 年也只有 46.46%（见表 3）。课题组 2016 年全国养老机构的调查也

显示，照护机构的入住率只有 64.09%。其他一些基于微观调查的研究也表明，

养老机构的入住率一直处于较低水平，比如北京 16 个区 460 家养老机构的调

查显示，实际使用床位占设计床位的比例只有 49.7%；在山东 226 家养老机构

的调查中，总体入住率只有 57.3%（朱宝生、乔晓春，2018；王洪娜，2020）。

表 3 机构养老与社区养老服务床位数、入住人数及入住率情况

机构养老 社区养老

床位数
（万张）

入住人数
（万人）

入住率
（%）

床位数
（万张）

入住人数
（万人）

入住率
（%）

2014 年 390.3 255.9 65.56 187.5 64.5 34.40

2015 年 358.2 214.8 59.97 298.1 94.5 31.70

2016 年 378.8 219.8 58.03 322.8 107.9 33.43

2017 年 383.3 — — 338.5 — —

2018 年 379.4 197.6 52.08 347.8 105.4 30.30

2019 年 438.8 217.5 49.57 336.2 156.2 46.46

2014—2019 年
年均增长率

2.37% -3.20% 12.39% 19.35%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民政统计年鉴》。

入住率低下的第一个原因在于目前养老服务体系中专门针对失能人员长

期照护的供给实际上是不足的。大量养老服务床位主要面向的是自理老人，专

门为失能人员提供长期照护服务的床位占比并不高。课题组 2016 年在全国进

行了照护机构的抽样调查，数据显示我国养老照护机构中收住的自理老人、半

失能老人、失能老人大概各占 1/3（34.7%、28.6%、36.7%）。以此推断，我国

专门针对失能半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床位每千名老人的拥有量从 44 张下降到

28.8 张；专门针对完全失能老人的长期照护床位则下降到每千老人 16.2 张（见

图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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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部分 OECD 国家与中国不同老龄化程度下老年人每千人长护床位数

注：中国的数据为养老床位数；OECD 国家为长期照护床位数。为了与 OECD 统计口径可比，我们使用

课题组调查数据中养老机构失能老人和失能半失能老人所占比例进行了重新估计。以养老机构中失能老人占比

（36.7%）计算的人均床位数为 16.2 张（对应图中“中国 2”）；以失能半失能老人占比（65.3%）计算的人均

床位数为 28.8 张（对应图中“中国 3”）。德国、日本为 2017 年数据，美国为 2016 年数据，其他国家为 2018
年数据；中国为 2019 年数据。

资料来源：OECD 国家数据来自 OECD 数据库（https://stats.oecd.org）；中国数据来自《中国民政统计年

鉴 2020》。

这背后的原因，首先是收住自理老人所需要的护理人员少，护理成本低，

面临的风险也低。而在照护行业中，护理成本是主要的成本。以课题组 2016

年的调查数据为例，护理成本（人员支出）占到了全部成本的 45.4%，随着入

住失能老人比例的增加，护理成本占比快速增加。从收入最大化的角度，机构

照护更偏向自理老人。但是，这一实际需求差异并未反映到政策设计中。目前

养老服务的公共政策设计中并未突出失能老人的照护服务需求。比如在对机构

的财政补贴中，不论是建设补贴还是运营补贴，失能老人和自理老人的补贴额

度是一样的。在失能老人照护服务密度更高、护理成本更高的情况下，补贴额

度是相同的。这也导致养老服务机构更倾向于收住自理老人。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看，失能老人的照护主要是由家庭成员提供的。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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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数据显示，在获得了护理服务的老年人中，43.5%

由配偶照护；其次是儿子和儿媳以及女儿，这三者占到了 49.7%。这四个家庭

直系亲属占到了 92.6%。由养老机构提供护理服务的只占到被访者的不到 1%，

上门提供服务的家政服务人员占到了 2.92%（见表 4）。

      表 4 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的主要提供者占比      单位：%

城镇 农村 全部

配偶 41.7 45.2 43.5

儿子 25.6 31.6 28.6

儿媳 8.6 11.5 10.1

女儿 14.0 6.8 10.4

女婿 0.3 0.2 0.3

孙子女 1.0 1.3 1.2

其他亲属 1.5 1.8 1.7

朋友 / 邻居 0.2 0.2 0.2

志愿人员 0.0 0.1 0.1

家政服务人员（保姆、小时工等） 5.4 0.6 2.9

医疗护理机构人员 0.2 0.0 0.1

养老机构人员 1.3 0.6 1.0

社区工作人员 0.0 0.0 0.0

其他人员 0.1 0.1 0.1

总计 100.0 100.0 100.0

资料来源：第四次全国老年人生活状况调查。

（三）家庭照护与照护成本

相比自理老人，失能老人对长期照护的需求更为迫切，其对个人和家庭

带来的负担也更重。但目前的公共政策并未有效应对失能群体的照护需求。虽

然政府对机构服务提供了财政补贴和政策支持，但由于这些补贴和政策支持面

向全体老年人，而机构更倾向于收住自理老人，从而导致这些公共资源并未集

中到需求最迫切的失能老人群体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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课题组全国养老机构调查数据显示，养老机构自理老人的月均费用为

1667 元，失能半失能老人的月均费用为 2657 元，失能半失能老人的照护费用

要比自理老人高出接近 60%。而同年我国居民可支配的月均收入为 1985 元，

勉强可以支付自理老人的照护费用，但无法支付失能老人的照护费用。如果分

城乡看，城镇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为 2801 元，只可勉强支付失能老人的费用，

农村居民月均可支配收入只有 1030 元，甚至无法支付自理老人的机构照护费

用（见表 5）。

表 5 2016 年入住养老机构老人费用与当年居民可支配收入   单位：元 / 月

自理老
人费用

失能老
人费用

居民可支配
收入

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

入

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

入

居民可支配收
入 -自理老人

费用

居民可支配收
入 -失能老人

费用

A B C D E C-A C-B

北京 3583 5049 4378 4773 1859 795 -671

天津 2202 3016 2840 3092 1673 638 -177

河北 1318 2126 1644 2354 993 326 -482

山西 1545 2285 1587 2279 840 42 -698

内蒙 1094 2083 2011 2748 967 917 -73

辽宁 1245 2170 2170 2740 1073 925 0

吉林 1158 1783 1664 2211 1010 506 -119

黑龙江 1273 2294 1653 2145 986 381 -641

上海 2395 3173 4525 4808 2127 2131 1352

江苏 2377 3307 2673 3346 1467 296 -634

浙江 2252 3447 3211 3936 1906 959 -236

安徽 1486 2485 1667 2430 977 181 -819

福建 2800 3900 2301 3001 1250 -499 -1599

江西 1445 2359 1676 2389 1011 231 -683

山东 1400 3095 2057 2834 1163 657 -1038

河南 1581 2598 1537 2269 975 -44 -1061

湖北 1388 2138 1816 2449 1060 428 -322

湖南 1786 2784 1760 2607 994 -26 -1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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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理老
人费用

失能老
人费用

居民可支配
收入

城镇居民
可支配收

入

农村居民
可支配收

入

居民可支配收
入 -自理老人

费用

居民可支配收
入 -失能老人

费用

A B C D E C-A C-B

广东 2164 3125 2525 3140 1209 361 -600

广西 1558 2183 1525 2360 863 -32 -657

海南 1833 3200 1721 2371 987 -112 -1479

重庆 1720 3145 1836 2468 962 116 -1308

四川 2003 3179 1567 2361 934 -435 -1612

贵州 1425 2610 1260 2229 674 -165 -1349

云南 1452 2555 1393 2384 752 -59 -1161

陕西 1237 2188 1573 2370 783 336 -615

甘肃 1919 3111 1223 2141 621 -697 -1889

青海 1205 1822 1442 2230 722 237 -380

宁夏 1200 2103 1569 2263 821 369 -533

新疆 1463 2465 1530 2372 849 66 -936

平均 1667 2657 1985 2801 1030 318 -672

注：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包括床位费和护理费；失能老人包括失能和半失能老人。

资料来源：入住养老机构的费用数据来自中国社科院经济所课题组 2016 年全国养老机构调查数据；城乡居

民可支配收入来自《中国统计年鉴 2020》。

居家由家庭成员照护可以充分利用自有住房、用具等资源，降低实际支

付价格。更具体地，由于传统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的性质，也无须支付家庭

成员照护的人工费用。A 此外，还有一个家庭照护的“情感支持”问题。对老

年人而言，具有同样物理过程的照护服务，家庭成员提供给老年人带来的“福

利”更高。但是，现有公共资源和政策支持并未延伸至家庭照护服务供给上。

因此，从提高公共资源使用效率、有效缓解“照护失衡”的角度，我国长期照

护公共政策亟须进行调整，构建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家庭支持政策。

A  但这不意味着家庭成员照护本身没有费用，其费用是家庭成员外出就业的机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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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长期照护服务的公共政策选择

（一）政策错配与长期照护服务供给政策调整

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公共政策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错配，大量公共

资源并未流向照护需求最高的失能群体。从公共政策可持续性、提高资源使用

效率以及提升失能老人照护福利的角度，我国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优先序应逐

步调整，将支持家庭照护作为重点，同时加强机构照护服务的供给能力，将外

部专业化照护服务延伸至居家，将外部化照护供给与家庭内部照护结合起来。

建立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家庭支持政策意味着政府公共干预向传统个人和家庭

领域的扩展，但这并不意味着家庭和个人照护责任向政府的转移，而是在治理

模式上强调公共支持与家庭责任的协调和配合。

从治理角度，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家庭支持政策需要解决三个问题。一

是家庭照护与家庭成员特别是女性的就业与发展之间的平衡。家庭照护传统

上主要由女性来承担，但过多承担家庭照护责任势必影响女性的就业与发

展。二是家庭收益与失能人员照护福利之间的平衡。家庭在传统上是一个消

费单位，因此公共资源进入家庭内部后就面临一个家庭内部的资源再配置过

程，这个过程往往以家庭收益和家庭效用最大化为目标。但是，从长期照护

公共政策的目标看，对家庭照护支持的目标是提升失能人员的照护福利，缓

解家庭成员的照护负担。而家庭收益最大化与失能人员照护福利最大化之间

往往存在冲突。具体到政策实施环节，家庭照护支持政策所需要的治理工具、

治理能力和治理环境要远高于其他类型的公共政策。一方面，相比于有明确行

为主体和责任主体的市场化以及社会化机构，家庭作为一个消费单位及生活场

景，其内部行为难以监测；另一方面，公共政策则涉及公共决策与公共资源的

使用，需要有明确的责任主体，且公共资源的使用需要公共监督，需要公开、

透明，否则将难以避免“搭便车”、逆向选择、道德风险等机会主义行为。具

体到家庭照护服务上，由于照料人与被照料人之间的亲属关系以及被照料人多

为失能（包括失智）老人，其决策能力受限，因此如何避免机会主义行为以及

评估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都面临治理上的挑战。三是需要在家庭内部照护与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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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照护之间寻求平衡。长期照护不同于一般的养老服务，其对专业化护理的要

求更高，特别是一些重度失能人员，离不开专业化的护理。从公共政策的角

度，支持家庭照护并不等于不要机构照护的发展，而是要建立机构照护和家庭

照护之间的链接，建立机构照护与家庭照护之间相互支撑的机制。

（二）政策建议

在具体政策设计上，目前需要做好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构建相对独立

的长期照护服务供给的公共政策框架。养老服务与长期照护服务在服务供给上

是连续的，但从政策设计和实施的角度，需要更加突出失能老人的需求，将公

共资源向失能老人集中。传统上将长期照护服务纳入一般养老服务中，是因为

在人口年龄结构较轻的情况下，失能人员的照护并不是一个突出问题。但随着

老龄化的加深，失能老人规模在不断扩大，对长期照护的需求不断增长。如果

仍然将长期照护公共政策放在养老服务的框架中，难以满足失能群体的需求，

而且也带来供需长期失衡以及公共资源的浪费。

第二，在提升治理能力、改善治理环境并提高政策实施水平和监管水平

的情况下，逐步考虑对承担家庭照护的人员提供现金补贴。削减不必要的对机

构照护的公共补贴，将其转移到家庭支持上。

第三，要逐步建立对家庭照护的支持体系，通过公共干预协调家庭照护

与就业之间的冲突，实现家庭照护、照护人就业以及失能老人福利之间的平

衡。据此，一是建立家庭照护人员的公共培训体系，为家庭照护者提供技术支

撑。失能人员的照护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而家庭照护人员多数并不具备这种

专业知识。因此，建立家庭照护的支持政策首先需要对家庭中提供照护的人员

进行专业化的培训，提升专业技能。这一培训体系既可以是公共的，也可以委

托市场化的培训机构进行。二是为家庭照护人员提供相应的喘息服务。长期照

护失能人员给提供照护服务者带来较大的体力和精神压力。对此，应该建立相

应的公共支持政策，为照护人员特别是长期照护失能老人的人员提供喘息服

务。三是对主要承担照护职责的家庭成员的就业以及医疗、养老等社会保障进

行保护。对失能人员的照护是一个连续过程，势必影响外部就业的连续性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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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连续就业相关的社会保障权益。比如社会养老保险所要求的连续缴费年限，

由于就业的中断，其积累权益受到影响。因此建议在计算社会保险的参保缴费

年限时，承认其家庭照护期间的贡献，或者由公共部门承担起缴费责任。四是

对家庭照护提供相应的技术支持，包括护理技术以及专业化的辅助器具等。特

别是随着护理技术的进步以及家用中小型失能人员护理辅助器具的出现，可建

立面向家庭的辅助器具使用、租赁等公共政策。五是充分利用现代“互联网

+”等技术，在外部市场化的照护服务与家庭内部照护服务之间建立链接，有

效结合两者的优势：将能够标准化、物理性的照护服务转移给外部机构，个性

化、情感性的照护服务由家庭承担，并建立二者之间的链接。

上述这些政策措施都离不开治理环境的改善和治理能力的提升。家庭照

护涉及家庭内部行为，具有隐私性、私密性。但在引入公共资源后，也需要相

应的监管以保证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这需要极高的公共治理能力和良好的治

理环境。从目前看，一是提高信息化水平，利用可穿戴设备等，建立家庭照护

的信息监测体系；二是建立照护人员的诚信评价和记录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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